
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1](P669)，道出了儒家与墨
家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不容置疑的核心地位，而

这两家思想流派的异同也一直是后人研究中感兴趣的问

题。人们尝试着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阐释这一问题，力图
更贴近二思想流派的本质。在这许多角度中，“义利”之辨一
直是个热门话题。“义利”角度解释儒墨差异的观点一般认
为，儒家之“义”，即“宜”，做应该做的事，张岱年先生解释为
“人之所以为人之事”[2](P159)，与“不义”、“恶”相对；墨家之
“利”，即“利益”、“功利”，“有用”，与“害”相对。儒家“重义轻
利”是以内在的德性为标准，评价人的言行只重其动机而不
重其效果，而墨家则是以外在的功利为标准，注重言行的客

观效果而不注重言行动机。
这种解释总的来说是中肯的，但笔者认为此种解释似

乎仍未将其中含义说得明白透彻。一者，先秦儒家并不是
一个不重客观效果的学派，孔子终其一生诲人不倦，晚年

还周游列国，栖栖惶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
问》)[3](P157)，目的在于除难救世，孟子还提出“仁政”主张，对
社会构建模式提出完备成体系的建议和构想。这都是对于
言行结果非常重视的思想。同时，墨家同样也不是一个不注
重主观动机的学派，墨子也讲“万事莫贵于义”[3](P670)，就是对
弟子言行进行主观动机上的教育。二者，“义”，解释为“人之
所以为人之事”，颇为模糊。若进一步追问，如何做才是做
“人之所以为人之事”呢?仍然需要再解释。笔者以为，这一
追问是非常贴近哲学的本质问题的。哲学的定义自诞生之
日以来就没有完全被公认的定论，但是哲学研究人本身及

其相关问题这一看法基本是被各家承认的。在这视阈下，如
何做才是做“人之所以为人之事”，即问“什么是人”或者“怎
样才算是人”这样的问题是被中西古今的大小哲学家们所孜
孜追寻之问题，也正是哲学之所以能发展的一个基点。故
而，哲学之所以有共性与差异，原因亦在于此。都追寻“人是

什么”是其共性，而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则形成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各种大小流派。先秦儒、墨之根本不同亦在于
此。当然，他们并未如西方哲学般公开提出“人是什么”这样
的问题，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智慧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
不懈的探寻与回答。这种答案形成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理
想人格”。儒墨对“理想人格”的不同阐释体现到哲学理论文
字的层面上就是“义”、“利”之辨。

一

儒家的理想人格就是“圣”。意思是，若问“什么是人”?
“圣”就是人。儒家鼻祖孔子是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在《论
语》中，孔子及其门人主要用“君子”这个概念，他们共用了
100多个“君子”句项勾勒出了这个形象。这 100多句项大
都是孔子在特殊语境针对具体事例对弟子门人做出的教

诲，包罗得很细，但仍有层次差别。其中，“君子”的最根本含
义还是“仁”：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4](P2)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
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4](P36)

“仁”毫无争议地被学界认可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它的
意思主要是两个：“爱人”与“克己复礼”。笔者以为，这两点
都是对本质的人的关注。“爱人”就是爱一切人，“一切人”就
有本质的人的含义，“克己复礼”中体现得更明显。“‘克’的
本义包含朱熹所说的‘克制’义，但主要不是‘克制’，而是
‘完成’、‘完善’义。‘复礼’者，即与社会归复于‘和谐’，‘礼
之用，和为贵’。充分完成自我，又与社会保持和谐。在实现
自我的基础上也承认别人实现自我的权利。这一切对‘天’
来说，就是天的至德———‘仁’。”[5](P92)“这里的“自我”就是人
的本质，指的是人能够自由作出选择；“实现自我”就是对人
的本质的回归。按照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我们可以知道，
人的本质在现实被异化了，不能进行自由选择。孔子是否看

【内容摘要】先秦儒家以“圣”为理想人格，而墨家思想则以“贤”为理想人格。“圣”的理想人格使得儒家在价值观上将“义”放在最
高位置，而相应的墨家确立的“贤”理想人格则使得他们将“利”放在最高位置。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儒墨两种思想的冲突。由于两
种理想人格内在有可以结合的特性，故在后世的发展中终于以儒家“圣”吸纳墨家的“贤”形象而使得两种思想最终走向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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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异化”现象不得而知，但它确实发现了在那个礼崩乐坏
的时代，人总会受到许多外界的干扰而无法完全拥有自由

选择的本质，所以他才提倡“克己复礼”，提倡回归人的自我
本质。这也才是君子的根本含义。在这个根本标准基础上，
《论语》中的其他“君子”条目对个人的思想、生活各个层面
都进行了点拨式的指导，同时也是对“仁”的本质进行实践
性的诠释。
例如，讲性情操守的：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4](P1)

“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4](P77)

“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4](P170)

讲才能智慧的：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论语·卫灵公》)[4](P169)

“君子不器”(《论语·为政》)[4](P17) ．
专门讲礼仪规范的：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
子。”(《论语·八佾》）[4](P25)

“君子不以绀陬饰，红紫小以为亵服。”(《论语·乡党》)[4](P99)

这样的文字背后都是要求人们摆脱社会现实中的物

质、精神、内心心理上的各种束缚与误导，从自己的自然感
情出发，自由地选择。这一特点，尤其在将“君子”与“小人”
对比时显得突出：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4](P17)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4](38)

通过与“小人”的对比，就把前面所说的种种障碍醒目
地摆了出来，在酣畅的批判中以鲜明的震撼来点醒人们。在
这种理想人格背景下，孔子高言“义”，而极度贬低“利”：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4](P39)

事实上，也主张少谈“利”：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4](P86)

因为在孔子看来，“利”正是妨碍人回归自己本质的最大
障碍。

二

孔子重义轻利的思想在他死后不久就受到了来自墨家

的挑战。墨子高举着“交相利”的大旗，大声呼喊“尚贤”的口
号主动批判儒家及孔子。他的理想人格就是“贤”。在墨子看
来，“什么是人”呢?“兴天下之大利，锄天下大害”(《墨子·非
攻下》)[6](P313)，墨子把它称为“贤良之士众”。墨子在《尚贤》中
说道：

“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
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墨子·尚
贤》)[6](P66)

他把“贤能”的使用看作了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根本和
国家政事的根本。墨子眼中的“贤”必须“兼爱”、“为义”。兼
爱是墨子思想一大主题，因为只有“兼相爱”，才能“交相
利”。具体的做法侧重体现在道德的行为实践。他提出两条
基本要求：一是不损人利己。墨子以偷人桃李、窃人牛马、攻
人之国和杀人越货为例，认为这种“不以其劳获其实，已非
其有所取之”(《墨子·天志下》)[6](P313) 的行为是卑鄙恶劣的行
为，墨家永远深恶痛绝。二是乐于助人。他教育弟子要“有利

者疾以分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
贤下》)[6](P95)而且助人决不能分彼此、亲疏、贵贱。这样，在墨
子看来，孔子所追求“回归的人的自我本质”的理想人
格———“圣”，与他的“贤良之士”的要求相差太远，所以他要
大声疾呼，针对《论语》中的概念，对“义”、“利”重新定义，把
“利”定义为“兴天下之大利”的“利”，指的则是国家社会功
利。在这个角度上，他也把这种“利”解释为“义”。他是以
“贤”理想人格推出自己全新的义利观。墨子的思想显然很
有一定的说服力和现实效果，因为在他思想提出不久便很

快流行起来，门徒也迅速发展，达到了所谓“杨朱墨翟之言
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局面，显然这种局面
是儒家不愿接受的。

三

比墨子小 98岁的孟子在这样的时代出现了。他发现了
这个大不利于儒家的局面后，以“舍我其谁”的气魄引领批
墨兴儒的潮流，他的主要武器也是“理想人格”。他的“理想
人格”有了这样几个特点：

1.更加系统的理论构建：盂子更频繁地使用了“圣人”
的概念，君子概念逐渐向“圣”转化，并将一直自以为只是好
学、“多乎哉，不多也”的孔子推为他理想中的最高的“圣”：
“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
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7](P64)

他将理想人格具体划分为六个层次：善、信、美、大、圣、
神。
“可欲之为善，有诸己之为信，充实之为美，充实而又光
辉之为大，大而化之之为圣，圣而不可知之为神。”（《孟子·
尽心下》)[6](P334)

2.鲜明的政治纲领倾向：《孟子·万章上》中谈道，在仁
政制度中应该推崇有德者居高位，以有圣人之德者居

天子高位，圣人老，则在死前预先设立一年较少之圣人，先

使其为相以试之。及其成效卓著，则荐之于上天，以其为自
己之替代者。老圣人死则以新圣人替代之。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比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于天
者”(《孟子·万章上》)[6](P222)

他还努力探索成“圣”的途径：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孟子·告子上》)[6](P271)

3.从人心内部寻找理想人格的根据，回归“人的本质”
路向更明显：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
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
体也。”(《孟子·公孙丑上》)[6](P313)

并直接提出了“君子”作为“什么是人”的回答：
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

子·万章下》)[6](P313)

孟子思想的前两个特点无疑受到了墨子的影响。对理
论进行系统构建和公开提出政治纲领的做法是墨子思想

的主要特征，孟子这样做，正是对墨子在思想形式和内容上

的直接回应；后一点则是孟子个人的哲学智慧对孔子

“仁”思想本质的挖掘，也可以说是对儒家思想“人”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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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的更清晰地阐释。孟子的义利观也同时达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对“义”进行了至高无上的推崇：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孟子·梁惠王上》)[6](P1)

“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
人。”(《孟子·万章上》)[6](P225)

孟子甚至振臂高呼“舍生取义”，其重义轻利之豪情显
露无遗，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义利之辨”至孟子已达到高潮，此时的儒家理想人格
已明显体现出要容纳“墨家思想”的趋势，继之而后起的荀
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完成了这一趋势。荀子的理想人格仍
是“圣”，这个“圣”却已不同于孟子的“圣”，他直斥孟子“略
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荀子·
非十二子》)[8](P92)，而他的“圣”是“内圣外王”的“圣”，《非十二
子》直接将孔子、子弓放上“圣人”的位置，认为他们“总方
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荀
子·非十二子》)，[8](P94)是不得势的圣人。“总方略，齐言行，壹
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都是政治领袖人物必不可少的特
点。《礼论》中还把“圣”作为“礼治起源”：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
求。”(《荀子·礼论》)[9](P392)

这个“圣”的特点与墨子的“贤”何其相似，都是一种能
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中的精英领袖形象。由于他有
这样的理想人格，所以他的义利观就是义利并重的。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
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遂桀纣亦不能去民之

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生气欲利也。”(《荀子·大略》)[9](P394)

荀子正是以这样的思想成为了先秦思想总结式人物和

向先秦政治哲学味道最浓的“法家”的过渡性人物。到后来
随着儒家形成的“入世”思想，在墨家“利”的影响更加明显
情况下，墨家思想也就正式地失去独立的领地，归入到传统

中国文化之中去了。
总的看来，儒墨在“义”、“利”方面的差异在本质上就是
一个理想人格的差异———“圣”、“贤”的差异。从前面的叙述
中可以看出来，儒家推崇的“圣”代表的是一种人格、道德完
美的形象，激励排斥一种叫做“恶”的对立面的东西；墨家的
“贤”代表的是为天下、百姓带来共同福利的“有能力者”的
形象，极力反对一种叫做“害”的东西。盖以为“圣”‘贤”二者

之主要区别在于，儒家之“圣”更多强调个人修为，在哲学价
值层面上看，乃一美好理念形象，应为人们永远追求的终极

境界，它是不可破灭的；而墨家之“贤”则更倾向于现实政治
哲学中之理想追求，通常可作为功利性的量化评价标准，具

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所以儒家所说的“成圣”、“成贤”与墨家
的“成圣”、“成贤”涵义大小一样，前者是说人应该始终保持
这样一种美好的理想价值，后者则是实话实说，人只要在

“利”上下功大，成为“贤”是不难的。即从普通人的评价眼光
来看，后世的“贤相”、“贤君”也是多于“圣人”的。但是“圣”、
“贤”在某种程度也是有重叠的。因为儒家的“圣”所强调的
人格完美实际上对“人”也是有利的，即便是孟子所说的比
较极端的“舍生取义”，虽然是牺牲掉了自己的性命，对自己
是最大的伤害，是“不利”的，但是却能树立一个高尚伟大的
道德形象，以其巨大人格力量的影响广大的社会群体，从而

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起到客观的推动作用，对社会是“有
利”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圣”、“贤”两概念本质上具有一致
性，因而儒家的“重义”观与墨家的“重利”观同样在本质上
具有一致性，所以在后来的哲学发展史中它们具有合流的

趋势。笔者认为，儒家孟子与荀子的分野就有这方面因素。
孟子认为人天生具有“善”的本性，只要保持不变就可以达
到“圣”的境界，这是理想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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